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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与情感反应: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
频繁饮酒者结直肠癌筛查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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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直肠癌是中国高发病率与致死性疾病,频繁饮酒是其明确风险因素,而定期筛

查有助于早期识别癌症以挽救生命。 有研究表明,网络健康信息接触能提升癌症筛查意

愿,且教育程度可能造成该意愿的差异。 基于健康信念模型,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健康信

息接触对结直肠癌筛查的促进机制,以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通过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

癌症担忧来检验“认知-情感” 中介链。 研究聚焦 45 岁及以上频繁饮酒人群,共调查 7019
名成年人,剔除缺失值后筛选出 2481 名频繁饮酒者。 研究发现,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频繁

饮酒者结直肠癌筛查呈直接正效应,并通过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担忧的“认知-情感”
中介链呈正效应。 同时,证实了教育水平在认知阶段的调节作用,即教育水平较高的频繁

饮酒者在接触网络健康信息后更易感知饮酒致癌风险,引发癌症担忧,进而促进癌症筛查。
针对低学历人群需将健康信息通俗化,健康传播平台及公共卫生部门应利用网络与新媒

体,积极开展针对性癌症筛查专项教育,提升公众风险认知与预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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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结直肠癌( Colorectal
 

Cancer,简称“ CRC” )是全球高发恶性肿瘤之一,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显示,2020 年结直肠癌新发病例超 190 万例,死亡人数达 93. 5 万,分别居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顺位

的第 3 位和第 2 位[1] 。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相对较大,其结直肠癌新增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居世界首

位[2] ,给个人、社会和家庭造成极大的疾病负担[2] 。 因此,结直肠癌防治工作迫在眉睫。
有研究表明,饮酒与结直肠癌之间存在正相关[3-4] 。 在中国,饮酒文化和饮酒社交有着悠久的历

史,成年人饮酒率整体较高[5] ,频繁饮酒会增加患结直肠癌的死亡率[2] 。 不同于短期或单次饮酒过

量,频繁饮酒者长期持续地摄入酒精更容易增加患癌风险。 已有研究表明,对频繁饮酒者实施结直

肠癌筛查可以有效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6] 。 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具有明确的窗口期,及早地发现

癌前病变并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对降低其疾病负担具有关键意义[7] 。 筛查指南建议有长期饮酒习

惯的人群从 45 岁开始定期进行结肠直肠癌筛查[2,6] 。 尽管结直肠癌筛查可降低风险已达成国际共

识,但由于筛查成本高和民众认识不足,中国结直肠癌高危人群的筛查率仅为 35. 3% [8] ,普通人群则

仅有 14. 0% [2] 。 加之饮酒文化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推广仍面临较大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数字化进程与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快速发展。 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2025 年中国网民规模达 11. 23 亿[9] 。 与此同时,中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数字化改革取

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卫生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ologies,简称“ ICT” ) 、
移动医疗技术及电子医疗平台的应用方面[10-11] 。 例如,通过社交媒体、专业医疗网站及 App 等多平



台策略,运用数字媒体推广筛查知识与健康教育[12] 。 尤其在疫情期间,公众更得以借助各类网络健

康信息平台实时追踪卫生政策,分享讨论健康信息并进行在线医疗咨询[10,13] 。 在偏远和医疗资源相

对匮乏地区的居民也有更多机会通过网络和新媒体平台获取健康资源。 因此,公众主要使用网络健

康信息了解结直肠癌相关知识[14] 。 网络健康信息亦成为公众获取科学、专业健康教育的重要渠道,
有助于其深入理解癌症筛查的重要性[14] 。 最新研究表明,个体通过互联网及新媒体接触健康信息

后,其癌症筛查意愿显著提升[15] 。
综上,如何通过网络健康信息有效促进频繁饮酒者的结直肠癌筛查,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这

亟须探索个体关于社会、心理的认知等要素的作用。 教育水平通常被视为影响健康素养与自我效能

的核心因素[16] ,其差异性与健康意识及健康行为直接相关[17] 。 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探讨不同教育水

平的饮酒者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结直肠癌筛查行为之间的差异。 在心理和认知层面,虽有研究揭

示了癌症担忧作为情感因素,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癌症筛查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15] ,但缺乏同时

检验认知与情感( cognitive
 

and
 

affective)中介路径并考量教育水平差异的实证分析。 尽管已有研究

探讨了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癌症筛查意愿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聚焦于频繁饮酒者这一高危人群的特

定健康行为。 本研究创新性地结合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简称“ HBM” ) ,以“认知-情

感”中介链[18] 及教育水平差异性为切入点,填补对频繁饮酒者精准干预的研究空白,为健康传播领

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框架

数字健康作为融合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创新领域,正逐渐成为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的热点。 网

络健康信息接触成为数字化时代重要的研究领域。 有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在健康信息

传播中的作用,表明数字化环境不仅改变了健康信息的获取方式,还显著影响用户的健康知识和行

为[19] 。 同时,HBM 为研究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结直肠癌筛查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提供了一个实用

的理论框架。 健康信念模型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以预测健康信念与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20] 。
HBM 将媒介信息视为行动线索的触发因素[20-21] ,并强调风险规避的重要性[21] 。 感知易感性和感知

严重性是 HBM 中风险感知与健康管理的核心概念[22] 。 个体感知到的疾病威胁理论上源于感知到

的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的结合,一旦认识到健康威胁,人们就会倾向于采取预防措施[23] 。 接触网络

健康信息的频繁饮酒者更易感知自身处于患癌的风险之中,承认这些风险的严重性并为此感到担

忧,使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诸如癌症筛查等行动来减轻这些风险。 HBM 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与健康

传播和公共卫生相关的领域,并被用于解决不同健康行为和风险问题,也适用于解释网络健康信息

接触与促进结直肠癌筛查之间的关系。
(二)假设提出

数字化时代网络健康信息在公共卫生领域愈发重要。 早期研究表明,互联网和数字平台为健康

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助于增强公共健康意识和筛查[24] 。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研究了数字

健康信息对用户健康行为的影响,发现通过网络健康信息获取相关知识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筛查意

愿和行为[25] 。 数字平台的算法能够有效地将个性化健康信息推送给高风险群体,进而提高其筛查

率[26] 。 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过程中,平台大数据和算法可能根据用户偏好将饮酒致癌的相关内容

推送给频繁饮酒者,从而引发其对癌症的认知与情绪变化。 尽管个性化推送具有潜力,但其实际效

果受用户的主动性、算法抵抗和信息素养等因素影响。 利用美国健康信息趋势调查( Health
 

Informa-
tion

 

National
 

Trends
 

Survey,简称“ HINTS” )问卷和数据来测量有关网络健康信息接触的研究,主要侧

重于测量其频率和平台多样性[15,27] 。 有研究发现频繁饮酒的男性和女性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分别增

加 24%和 8% [28] 。 因此,频繁饮酒者是结直肠癌筛查的主要目标群体。 但频繁饮酒者往往存在健康

意识薄弱、对筛查的认知不足等问题。 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增强健康信息的可达性和互动

性,改善这类人群的健康行为[29] 。 尤其是频繁饮酒者,通过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可以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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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筛查的重要性,从而提高筛查率。 此外,有证据表明,网络健康信息的有效性还与信息的可

信度和来源有关。 可信的健康信息来源能够增强用户对信息的信任度,进而影响其健康决策[30] 。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频繁饮酒者结直肠癌筛查存在直接正效应(d) 。
在风险感知与健康行为方面,HBM 认为媒体信息作为行动线索[20-21] 通过感知易感性和感知严

重性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 与 HBM 观点一致,有癌症预防相关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感知患

癌风险作为感知易感性的中介作用[31] 。 在认知-情感机制方面,尽管多数研究更关注认知因素具有

感知易感性,如个体对饮酒导致癌症的风险认知;而情感因素作为感知严重性在促进健康行为方面

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2-33] ,如对癌症的担忧情绪反映出个体对患癌后果严重性的感知,缺乏担忧情

感的引导筛查便难以发挥效力[15,34] 。 尽管是针对癌症的广义担忧,其中也包含了对结直肠癌的担

忧,进而会促使高危人群采取特定癌症筛查行动。 虽然其是癌症筛查的重要预测因素[34-35] ,但对癌

症筛查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一项来自澳门大学团队的研究发现癌症担忧与癌症筛查之

间存在正相关[15] ,而一些研究的结果则相反[36] 。 这种作用因人而异,可能受到健康素养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37] 。 此外,在“认知-情感”序列机制中,情感反应与健康结果联系更紧密更直接[35] ,表明癌

症担忧在认知风险感知与癌症筛查之间起到关键中介作用[38] 。 健康信息作为行动线索更可能直接

触发个体的风险感知,故在 HBM 框架下可能存在“行动线索→感知易感性(认知) →感知严重性(情

感) →健康行为 / 结果”的链式中介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担忧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结直肠癌筛查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a∗b∗c) 。
教育水平对于提升健康意识和改变健康行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高教育水平不仅提高了个

体对健康信息的识别能力,还增强了其对信息的可信度和相关性的判断力[16] 。 已有文献表明,个体

的教育水平与癌症筛查意愿呈正相关[39] 。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进行癌症筛查[40] 。 受教

育低的个体可能会在准确搜索和理解网络健康信息方面遇到挑战,这可能会削弱他们癌症筛查的意

愿[41] 。 此外,教育水平通常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素养与自我效能[16] 。 基于 HBM,教育水平作为

提高自我效能感的直接影响因素,还可能会影响 HBM 中多个核心要素,如行动线索、感知易感性、感
知严重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

尽管饮酒患癌的风险被广泛认可,但中国的饮酒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中,饮酒不仅是个人

习惯,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特别是在社交场合,饮酒往往被视为增强人际关系和维持社会关系的重

要方式[42] 。 在节日庆祝、商务宴请和家庭聚会中,饮酒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活动[25] ,这使得频繁

饮酒成为中国的常见现象。 基于 HBM,教育水平作为自我效能感的关键因素,可能增强个体对网络

健康信息的认知处理能力。 高学历人群更易突破社交性饮酒的认知束缚[43] ,从而强化风险感知对

筛查行为的转化。 此外,教育水平较高的饮酒者通常具备更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评估饮酒的健康风险,从而强化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感知饮酒患癌风险的影

响。 相反,低教育水平个体可能由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难以从健康信息中准确提取风险知识,导致

风险感知较弱[43] 。 尽管他们同样可能接触到有关饮酒危害的信息,但受限于理解能力与认知水平,
难以据此做出科学决策,甚至可能因信息甄别能力不足而受伪健康信息误导。 低学历人群更倾向于

依赖主观感受和直觉判断,易接受非科学信息并固守原有观念。 这种文化习俗使得饮酒在某种程度

上成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但文化水平的不足阻碍了饮酒者判断和分析癌症风险。 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H3a:教育水平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感知饮酒患癌风险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即网络健康

信息接触与感知饮酒患癌风险之间的关联,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饮酒者比教育水平较低的饮酒者更

为明显。
癌症担忧是一种心理反应,不同于一般性健康焦虑,其聚焦于个体对自身患癌可能性的担

心[15,34] 。 频繁饮酒者在感知到饮酒患癌风险后,低教育水平个体可能缺乏科学的应对策略和心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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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能力,在感知风险后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癌症担忧,因为他们难以通过行动缓解威胁感[37] 。 缺乏教
育的个人可能难以应对健康风险和疾病的不确定性,导致癌症担忧情绪的积累[44] 。 在癌症筛查方
面,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因为信息获取受限和癌症认知障碍[45] ,无法有效地进行筛查。 相反,
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更有能力和资源去获取和理解筛查相关的信息,进而付诸行动[46] ,以缓解

担忧情绪或证实自己的癌症担忧是否合理。 他们依靠更强的执行力,在感受到癌症担忧时,更有可

能进行结直肠癌筛查,从而降低患癌风险。 因此,教育水平可能调节风险感知与情感反应之间的关

系,本研究提出假设:
H3b:教育水平在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担忧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即教育水平较高的饮

酒者与教育水平较低的饮酒者相比,感知到的饮酒患癌风险与癌症担忧之间的关联较弱。
H3c:教育水平在癌症担忧和结直肠癌筛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饮酒

者而言,癌症担忧与结直肠癌筛查之间的联系比教育水平较低的饮酒者更强。
综上,提出本探究的概念模型,具体见图 1。

图 1　 研究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已获伦理批准,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参考 HINTS 的题项,并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本土化修
正、调整与完善。 研究数据采集于 2024 年 3 月,来自中国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共 7019 名被调查

对象通过国际知名调研机构 Kantar 公司在线匿名完成问卷,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获赠小

额报酬。 根据中国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制定配额方案,采用比例配额抽样方法以符合

普查数据中的年龄、性别和地域分布等人口统计数据[47-48] 。 为重点关注结直肠癌高危人群,本研究

进一步选取 45 岁及以上的频繁饮酒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调查。 频繁饮酒通常被定义为每周饮

酒的天数超过 3 ~ 4 天[49] 。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简称“ NIAAA” )指出,个人饮酒频率一个月内超过 15 天为频繁饮酒。 综上,本研究选

取了 30 天内饮酒频率超过 12 天的个体,共纳入 2481 名频繁饮酒者。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结直肠癌筛查,是通过以下问题来评估的:“您最近一次做结直肠癌筛查是什么时候?”
其原始测量范围为 1(从未) ~ 6(一年内) ,这种测量方法主要参考 HINTS 问卷及相关研究[50] 设计。
而基于美国癌症协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简称“ ACS” )的《 ACS 结直肠癌筛查指南》以及中华医

学会肿瘤学分会都共同提到的关于对长期饮酒高风险人群进行癌症筛查的建议[2,8] ,本研究将原问

卷中结直肠癌筛查 6 级测量范围中 1(从未)重新编码为 0(否) ,2 ~ 6(一年内)编码为 1(是) ,表明受

访者是否在一年内进行过有效筛查。
自变量,网络健康信息接触,是参考 HINTS 数据中关于评估健康信息来源的题项[51] ,主要由以

下三个问题组成( Cronbach􀆳s
 

α = 0. 724) 。 受访者被问及“您是否经常会通过以下渠道接触或使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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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医疗类(包括癌症筛查)相关信息[27] :①网站或搜索引擎;②应用软件:健康相关或医疗机构 App;
③社交媒体:如微信 / 微博等” 。 其测量范围采用 4 级量表“1 = 从不,2 = 很少,3 = 有时,4 = 总是” ,三
个子项合并取均值后测量范围依旧为“1 ~ 4” ,随后对原始测量范围进行百分化处理将测量范围转化

为“0 ~ 1” ,数值越大代表在互联网上接触健康信息的频率越高。
中介变量 1,感知饮酒患癌风险,与先前测量年度感知饮酒风险的研究理念相似[52] 。 受访者被

询问多大程度同意“饮酒会增加患结直肠癌的风险” 。 测量范围采用经典的 4 分李克特量表“1 = 非

常不同意,2 =有些不同意,3 =有些同意,4 =非常同意” ,并将其线性转换成 0 ~ 1 的量表。
中介变量 2,癌症担忧,是测量感知癌症严重性的情感反应[15] 。 该题项询问受访者对患癌的担

忧程度,其测量范围从“1 =从不担心”到“5
 

=极度担心”进行评分,然后线性转换为 0 ~ 1 分的量表。
调节变量,教育水平,是一个常见且使用广泛的人口统计学变量[53] 。 该变量依据受访者所获得

的最高学历将教育水平分为五个层级进行测量: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4 = 大专,5 = 大学

本科及以上,并将该测量范围也线性转换成 0 ~ 1 分的量表(0 = 小学及以下,0. 25 = 初中,0. 5 = 高中,
0. 75 =大专,1 =大学本科及以上) 。

控制变量:主要控制社会人口统计学相关变量以减少混杂效应[48] ,包括年龄( 45 ~ 80) 、出生性

别(女性 = 0,男性 = 1) 、职业状况(自由职业者 = 1,受雇于人 = 2,失业不到 1 年 = 3,失业 1 年或以上
= 4,其他无业:如,家庭主妇、学生、退休人员 = 5) 、婚姻状况(已婚 = 1,同居 = 2,离婚 = 3,丧偶 = 4,分
居 = 5,单身或未婚 = 6) 、月收入(5000 元以下 = 1;5001 ~ 8000 元 = 2;8001 ~ 12,000 元 = 3;12,001 ~
20,000 元 = 4;20,000 元以上 = 5) 。 家族癌症史也被作为协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以减少它们对结直

肠癌筛查行为的潜在影响。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以结直肠癌筛查为因变量,以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为自变量,以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

担忧为串联中介变量,以教育程度为调节变量,以年龄、性别、职业状况、婚姻状况、月收入和家族癌

症史为控制变量。 同时,选取频繁饮酒者为研究对象。 无效回复样本被归类为缺失值,最终样本量

为 2481。 所有变量编码数值越大代表程度越高,便于理解和解释。
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汇总关键变量的

特征。 其次,采用 SPSS
 

macro
 

PROCESS
 

( v4. 3) [54] 模型 6 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基于“认知-情感”
序列机制[55,32-33] 和 HBM 理论框架[20-21] 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先后顺序。 随后,利用

 

PROCESS
 

模型
 

92
 

测量教育因素在中介路径上的调节作用。 为了便于分析和比较,本研究采用标准化百分比系数
 

(bp) 。 当所有变量的测量范围都转换为百分比尺度( 0 ~ 1) 时,得到的回归系数被称为“百分比系

数” ,简称“bp” ,使效果量之间具有可比性[48,56] 。 其中,所有变量均按照 0(最小概念值)至 1(最大概

念值)的线性转换为百分比尺度。 单个变量在百分化处理和数据分析过程中遵循的公式如下。

ps =
os - cn
cx - cn

其中,ps:变量(0 ~ 1)百分化后的测量值;os:变量的原始测量值;cx:变量原始测量范围的最大值;
cn:变量原始测量范围的最小值。

四、研究结果

(一)初步分析

如表 1 所示,受访者的出生性别分布比较平均,男性和女性频繁饮酒者各占约 50%。 受访者的

平均年龄约为 63 岁。 在频繁饮酒者的教育程度方面,48. 1%的受访者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在家庭月收入方面,介于 8001 ~ 12000 元之间的受访者最多,约占 49. 8%。 大多数受访者( 70. 6%)
表示有常伴侣或已婚。 另外,17%至 26%的受访者表示经常通过各种数字平台接触健康信息。 其

中,社交媒体是大多数频繁饮酒者接触网络健康信息的渠道。 近一半(48. 5%)的受访者表示一年内

曾经做过结直肠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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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2481)

原始测量范围

Min-Max,M( SD)
百分化测量范围

Min-Max,M( SD)
各子项数量与

占比( %)

结直肠癌筛查 1 ~ 6,2. 73(1. 93) 0 ~ 1,0. 35(0. 39)

　 是(一年内做过) 1203(48. 5)

　 否(超过一年没做或从没做过) 1278(51. 5)

网络健康信息接触 1 ~ 4,2. 93(0. 64) 0 ~ 1,0. 64(0. 21)

感知饮酒患癌风险 1 ~ 4,3. 06(0. 78) 0 ~ 1,0. 69(0. 26)

　 非常不同意 112(4. 5)

　 有些不同意 362(14. 6)

　 有些同意 1282(51. 7)

　 非常同意 725(29. 2)

癌症担忧 1 ~ 5,2. 66(1. 04) 0 ~ 1,0. 41(0. 26)

　 从不担心 325(13. 1)

　 有点担心 803(32. 4)

　 中度担心 866(34. 9)

　 非常担心 355(14. 3)

　 极度担心 132(5. 3)

性别 1 ~ 2,1. 50(0. 50) 0 ~ 1,0. 50(0. 50)

　 男性 1243(50. 1)

　 女性 1238(49. 9)

年龄 45 ~ 80,63(14. 03) 0 ~ 1,0. 31(0. 19)

职业状态 1 ~ 5,2. 17(1. 23) 0 ~ 1,0. 83(0. 36)

　 有固定职业 2079(83. 8)

　 无业或待业 402(16. 2)

婚姻状态 1 ~ 6,2. 18(2. 03) 0 ~ 1,0. 71(0. 45)

　 有常伴侣(已婚、同居) 1751(70. 6)

　 无常伴侣(离婚、丧偶、单身等) 730(29. 4)

教育水平(文化程度 / 学历) 1 ~ 5,4. 18(0. 96) 0 ~ 1,0. 79(0. 23)

　 小学及以下 36(1. 5)

　 初中 106(4. 3)

　 高中 427(17. 2)

　 大专 719(29. 0)

　 大学本科及以上 1193(48. 1)

月收入( RMB) 1 ~ 5,2. 76(1. 06) 0 ~ 1,0. 43(0. 26)

　 5000 元及以下 221(8. 9)

　 5001 ~ 8000 元 588(23. 7)

　 8001 ~ 12000 元 1235(49. 8)

　 12001 ~ 20000 元 303(12. 2)

　 20000 元以上 13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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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始测量范围

Min-Max,M( SD)
百分化测量范围

Min-Max,M( SD)
各子项数量与

占比( %)

家族癌症史 1 ~ 3,1. 93(0. 51) 0 ~ 1,0. 16(0. 37)

　 无 2069(83. 4)

　 有 412(16. 6)

　 　 注:SD: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

(二)主效应及中介效应分析

H1 预测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频繁饮酒者结直肠癌筛查存在直接正效应。 如表 2 和图 2 所示,两
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上为正(bp= 0. 181,p<0. 001) ,因此 H1 成立。

H2 预测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担忧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结直肠癌筛查之间存在链式中介

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该序列中介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bp = 0. 002,bootstrap
 

95%CI[0. 001,0. 003] ) 。 如图 2 所示,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会增加个体感知到的饮酒患癌风险( bp =
0. 236,p<0. 001) ,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癌症担忧( bp = 0. 096,p<0. 001) ,最终促使频繁饮酒者进行

有效的结直肠癌筛查(bp= 0. 044,p<0. 001) 。 因此,H2 成立。

表 2　 各路径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Coefficient(bp) SE 95%CI

中介效应路径

　 a
 

path:
　 网络健康信息接触→感知饮酒患癌风险

0. 236∗∗∗ 0. 017 [0. 203,0. 270]

　 b
 

path:
　 感知饮酒患癌风险→癌症担忧

0. 096∗∗∗ 0. 013 [0. 069,0. 123]

　 c
 

path:
　 癌症担忧→结直肠癌筛查

0. 044∗∗∗ 0. 020 [0. 005,0. 083]

　 d
 

path:(直接效应)
　 网络健康信息接触→结直肠癌筛查

0. 181∗∗∗ 0. 026 [0. 129,0. 232]

　 e
 

path:
　 网络健康信息接触→癌症担忧

0. 063∗∗∗ 0. 017 [0. 028,0. 097]

　 f
 

path:
　 感知饮酒患癌风险→结直肠癌筛查

-0. 039 0. 020 [ -0. 079,0. 004]

　 a∗b∗c
 

path:IV→ME1→ME2→DV 0. 002 0. 000 [0. 001,0. 003]

　 a∗f
 

path:IV→ME1→DV -0. 009 0. 005 [ -0. 019,-0. 001]

　 e∗c
 

path:IV→ME2→DV 0. 003 0. 001 [0. 0002,0. 006]

调节效应路径

　 网络健康信息接触∗教育→a
 

path 0. 171∗ 0. 072 [0. 029,0. 313]

　 感知饮酒患癌风险∗教育→b
 

path -0. 017 0. 061 [ -0. 137,0. 101]

　 癌症担忧∗教育→c
 

path -0. 023 0. 093 [ -0. 207,0. 159]

　 　 注:Coefficient(bp) :百分化(0 ~ 1)后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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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教育水平为调节的中介模型

(三)调节效应分析

H3a 预测了教育水平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感知饮酒患癌风险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调节

效应分析显示,该调节效应为正且有统计学意义(bp= 0. 171,p<0. 05) 。 因此,H3a 成立。
H3b 预测了教育水平在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担忧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分析

显示该调节效应不显著(bp= -0. 017,p= 0. 430) 。 因此,H3b 不成立。
H3c 预测了教育水平在癌症担忧和结直肠癌筛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

该调节效应也不显著(bp= -0. 023,p= 0. 059) 。 因此,H3c 不成立。
图 3 展示了教育水平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感知饮酒患癌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 该调节效应

斜率图显示,虽然不同学历的群体在使用网络健康信息后都会感知到饮酒患癌的风险,但高学历组

(大专及以上)随着网络健康信息接触的增加,其感知饮酒患癌风险的程度越高(直线斜率越大) ;对
于低学历组(高中及以下) ,该效应明显偏弱。 该发现表明,个体在接触网络健康信息后,其感知饮酒

患癌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受到教育水平的调节,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感知饮酒患癌风险的意识也

随之提升。 同时,根据图 4 的 Johnson-Neyman
 

区间发现,调节效应在教育水平大于
 

0. 54 时(大专及

以上学历) ,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感知饮酒患癌风险的效应更明显,反之则不明显,进一步支持了

H3a。 这表明教育水平主要强化了认知前端的信息处理效能,增强了频繁饮酒者从网络健康信息中

汲取风险认知的能力,反映出网络健康信息在提升各教育背景人群风险认知方面的普遍有效性,尤
其学历越高的群体越明显。

图 3　 教育水平在路径 a 的调节效应斜率图 图 4　 调节效应 Johnson-Neyman 区间图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 HBM 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聚焦中国频繁饮酒者,探讨了网络健康信息在促进个体进行有效

结直肠癌筛查中的中介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频繁饮酒者的结直

肠癌筛查行为,有助于实现早期发现和干预癌症,增强健康意识,并降低医疗成本。 本研究为现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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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通过电子设备或网络获取健康信息能够有效提高结直肠癌筛查的行为。
(一)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结直肠癌筛查的关系

研究结果为数字化背景下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本研究发现,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频繁饮酒者有效结直肠癌筛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虽然之前已

经有研究探索过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普通人群的癌症筛查之间的联系[14] ,但本研究聚焦频繁饮酒

者这类易患癌症的高危人群,探索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这一群体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对相关研究

的理解。 在中国数字化的进程中,网络健康信息接触的频率与日俱增,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赋予个

体更多的健康知识和疾病预防的信息。 通过互联网、手机应用程序以及其他电子健康平台,个体可

以轻松获取健康管理相关知识、癌症筛查指南和控制措施。 这种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广泛性,使得

个体更容易意识到结直肠癌筛查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其筛查的意愿和行为。 这一发现凸显了公共卫

生部门和大众媒体通过加强网络健康信息的传播和普及有效增强其健康意识和筛查率、利用电子健

康平台进行癌症筛查教育的潜力。
间接路径探讨了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结直肠癌筛查之间关联的认知-情感中介机制。 虽然本研

究截面数据的性质限制了链式中介变量的先后次序和因果推断,但 HBM 为该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

理论基础,个体在接收到网络健康信息后会首先对信息内容进行处理和评估,如果信息内容与其健

康相关且具有威胁性,则会增强其对疾病的认知风险感知(感知易感性和严重性) 。 数字平台的算法

也会向频繁饮酒者精准推送饮酒患癌等相关健康信息,从而引发其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变化。 尽管用

户可能存在算法抵抗,但研究显示高风险群体对相关信息的接触率仍较高。 此外,网络健康信息接

触和感知饮酒患癌风险(认知风险感知)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癌症担忧(情感风险感知) [32] 。 情感感

知是促进结直肠癌筛查的一个更直接的因素,因为它可以直接且迅速地激发行动[28] 。 这些发现强

调了在健康决策过程中考虑情感风险感知的重要性,这种心理和情感反应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健康

行为(如结直肠癌筛查) 。 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健康信息中的情感诉求对公众癌症筛查行为的影响。
(二)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研究验证了认知(风险感知) -情感(癌症担忧)中介链在驱动健康行为(结直肠癌筛查)中的作

用,并明确了教育水平作为关键调节变量的阶段性差异。 教育水平仅在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感知饮

酒患癌风险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感知饮酒患癌风险和癌症担忧、癌症担忧和结直肠癌筛查

两段路径中均不显著。
在认知阶段,教育水平具有调节作用意味着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群在使用网络健康信息时,其对

饮酒患癌风险的感知更为敏感。 这与既往研究一致,表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和利用电

子健康资源[16] ,且该群体往往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理解和评估能力。 他们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

网络健康信息,还能有效地从网络健康信息中提取和整合与自身相关的风险信息[45] ,从而增强其对

饮酒致癌风险的认知。 教育水平对个体的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也有显著影响。 受过良好教育的

人通常具备更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和应用健康信息。 同

时,高教育水平使得个体在面对网络上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时,能够更好地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45]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健康决策。 因此,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通过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

提高其健康认知,进而增加结直肠癌筛查的可能性。 相反,低教育水平的个体尽管能接触到相同的

信息,但受限于认知能力不足,难以充分理解信息内容或从中提取核心健康知识[16] ,导致其风险感

知能力较弱。
在情感阶段和行为阶段,教育水平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感知癌症风险会在一定程

度上引发担忧情绪,而这种情绪反应更直接受到个体对健康威胁的风险感知[35] ,而非教育水平的显

著影响。 无论教育水平高低,一旦个体形成对饮酒患癌的风险认知,都会引发癌症担忧的情感反应,
说明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情感反应上差异不大。 癌症担忧更多是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响应,受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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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特质或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大[15,34] 。 另一方面,尽管高学历人群通常具备更强的健康决策能力和

行为执行能力[40] ,但在从癌症担忧转化为实际筛查行为的过程中还受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如经济

能力、社会支持和医疗资源可及性等[29] 。 高学历人群在接触健康信息后形成癌症筛查的动机更多

是依赖于认知层面的风险评估,而非单纯的情感反应。 对于低学历群体,情感担忧可能因缺乏有效

的应对策略而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甚至可能导致回避行为[44] 。
综上,调节作用在不同阶段的差异表明,教育水平在“认知-情感”序列中主要在认知前端通过增

强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发挥差异化作用,而对情感和行为阶段的影响可能依赖于多

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因此,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个体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处理能力,
而非情绪调节或行为执行力。 研究结果提示我们,提升全民的教育水平,特别是健康教育和有针对

性的癌症筛查专项教育,对于增强公众的健康意识和增强个体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从
而进一步推动健康行为的改善。 健康信息传播者、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健康教育工作者应重视在

各个教育阶段融入健康教育内容,推广网络健康信息的传播和应用,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健康干预效

果[17] 。 同时,要注重因材施教。 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健康宣传和信息传播方式,
设计差异化的健康干预策略,确保健康信息能够被广泛接受和理解,提高其对饮酒危害的认知和对

健康信息的利用能力,尤其在认知构建阶段提供分层、精准的信息内容,以提升信息利用效率和风险

感知准确性。 例如,针对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在认知阶段的不足,可以采用更加直观、通俗易懂的语

言文字内容和易学形式进行健康宣传,如图文结合或视频短片等,帮助其更好地理解饮酒与癌症风

险的关系。 同时,针对情感和行为阶段的干预应结合心理支持与外部资源供给,以增强情感反应的

正向转化效果,最终实现癌症筛查行为的推进。 此外,该模型所反映出的调节中介机制具有高度可

推广性,有助于理解更多高风险人群(如吸烟、肥胖等)对其他预防性健康行为的采纳过程。
(三)研究的意义与贡献

基于中国饮酒文化背景,本研究不仅聚焦于频繁饮酒者这一高危人群的特定领域,更关注到其

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验证了“认知-情感”链式中介机制,并明确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健康

信念模型( HBM)的应用场景,拓展了 HBM 的心理中介关系。 同时,研究结果对公共卫生政策制定

者、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健康信息传播者具有实际意义。
首先,利用数字健康平台作为渠道,本研究证明了其在覆盖广泛人群、实施精准教育方面的高效

性和可扩展性,为公共卫生部门提供了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干预路径。 鉴于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对公众

健康认知、普及和行为的重大影响,公共卫生部门和大众媒体充分利用数字健康平台进行健康知识

宣传和教育至关重要。 例如,应在网上有针对性地对频繁或长期饮酒的人群推广癌症筛查相关的

活动[15,40] 。
其次,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体接触网络健康信息后形成风险感知与危机意识的关键因素。 高教育

水平饮酒者通常具备更强的健康素养,更具有判断饮酒危害的认知和能力,能够从健康信息中感知

到频繁饮酒的风险,从而提升癌症筛查的意愿与行为。 相比之下,低教育水平群体的风险感知能力

较弱。 尽管他们同样可能接触到有关饮酒危害的信息,但受限于理解能力与认知水平,难以据此做

出科学决策,甚至可能因信息甄别能力不足而受伪健康信息误导。 低学历人群更倾向于依赖主观感

受和直觉判断,易接受非科学信息并固守原有观念。 因此,为了促进频繁饮酒者的癌症筛查和网络

健康信息接触的效果,根本上需要提升人们的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以增强他们对饮酒风险的感知。
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凸显了网络健康信息传播需考虑受众教育背景差异,实施信息分层设计,以提

升对低教育水平群体的干预效果。 在个体教育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公共卫生部门及健康信息传播者

应依托网络与新媒体平台,针对高危人群开展戒酒宣传和定制化癌症筛查教育,以提升其风险认知。
此外,不同地区间及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水平差异明显,成为阻碍农村地区和老年群体癌症筛查的主

要障碍[15] 。 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在农村地区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46] ,健康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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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者需提高癌症筛查信息和教育材料的可及性与可读性,确保健康知识和医学术语通俗易懂。
最后,“认知-情感”中介机制突出了风险感知和癌症担忧对结直肠癌筛查的影响。 实施风险教

育和心理干预对于引导频繁饮酒者准确感知风险、解决与癌症相关的担忧至关重要。 在提升教育的

过程中,可以利用情感诉求和情感支持来协助个人应对癌症担忧,促进参与癌症筛查。 因此,本研究

为针对关键高危人群设计精准、高效的癌症筛查促进策略提供了直接证据和模型。 证明了利用网络

平台传递定制化健康信息能有效提升其风险感知、情感唤醒,最终促进筛查行为。
(四)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上述提到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价值,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最明显的

是其横断面的问卷设计。 虽然链式中介基于 HBM 理论框架和“认知-情感” 序列表明了影响的方

向,但无法最终证明关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纵向数据或实验方法来测量,以
更加明确关键变量先后次序的合理性。 其次,所有数据都是通过自我报告测量收集的,研究中的网

络健康信息接触、风险感知因素和癌症筛查的测量可能受到自我报告的偏见影响,受访者可能会过

高或过低估计他们自我感知的风险,参与者也可能会有记忆偏差或社交期望,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回

答。 同时,网络健康信息接触和癌症担忧的测量借鉴 HINTS 问卷设计,较为泛化,未来的研究可考虑

对变量进行精细化处理使变量之间关系更加紧密。 此外,模型中仅关注了两个中介变量,后续研究

可以尝试将更多潜在的中介或调节变量纳入模型,以更细致地分析其对筛查行为的影响。 最后,本
研究主要基于健康大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缺乏质性研究的探讨,未来可以结合质性访谈,采用混合的

研究方法探讨频繁饮酒者具体的心理因素、动机和决策过程。
总之,本研究揭示了网络健康信息接触与频繁饮酒者结直肠癌筛查之间的“认知-情感”中介机

制,并明确了教育水平的关键调节作用,为数字化语境下健康信息传播效果提供了实证支持。 研究

发现对提升公众结直肠癌筛查率具有实际价值。 在个体教育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公共卫生部门及健

康信息传播者可依托网络与新媒体平台,针对高危人群实施戒酒宣传普及和量身定制的癌症筛查专

项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感知风险的意识和认知,进而促进筛查行为。 尽管研究聚焦特定人群

和疾病,但其核心贡献在于验证了可推广的健康行为促进机制,为针对高危人群实施精准高效且可

扩展的网络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范式,对提升高危人群癌症预防效果具有广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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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erception
 

and
 

Affective
 

Response:
Effects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ccess
 

on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among
 

Frequent
 

Drinkers

Zhao
 

Xinshu,Wang
 

Jiazheng,Zhu
 

Yingxia(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Colorectal
 

cancer
 

is
 

a
 

highly
 

prevalent
 

and
 

lethal
 

disease
 

in
 

China,with
 

frequent
 

drinking
 

i-
dentified

 

a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Regular
 

screening
 

facilitates
 

early
 

cancer
 

detection
 

and
 

saves
 

lives. Re-
search

 

indicates
 

that
 

access
 

to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enhances
 

intention
 

to
 

undergo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with
 

potential
 

differences
 

in
 

this
 

intention
 

based
 

on
 

educational
 

levels. Based
 

on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HBM)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ccess
 

on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using
 

the
 

education
 

level
 

as
 

a
 

moderator. The
 

“ cognitive-affective”
 

mediating
 

chain
 

was
 

tested
 

through
 

perceived
 

cancer
 

risk
 

of
 

drinking
 

and
 

cancer
 

worry. Focusing
 

on
 

frequent
 

drinkers
 

aged
 

45
 

and
 

above,the
 

study
 

surveyed
 

7,019
 

adults,with
 

2,481
 

frequent
 

drinkers
 

selected
 

after
 

removing
 

missing
 

values. Findings
 

revealed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ccess
 

on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among
 

frequent
 

drinkers,mediated
 

positively
 

through
 

the
 

“ cognitive-affective”
 

chain
 

invol-
ving

 

perceived
 

cancer
 

risk
 

of
 

drinking
 

and
 

cancer
 

worry. Additionally, the
 

study
 

confirm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education
 

level
 

at
 

the
 

cognitive
 

stage. That
 

is,frequent
 

drink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we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the
 

cancer
 

risk
 

associated
 

with
 

drinking
 

after
 

access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leading

 

to
 

heightened
 

cancer
 

worry
 

and
 

subsequently
 

promoting
 

cancer
 

screening. For
 

low-educated
 

popula-
tions,health

 

information
 

should
 

be
 

simplified. Health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nd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should
 

actively
 

utilize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o
 

conduct
 

targeted
 

cancer
 

screening
 

education
 

campaigns,
enhancing

 

public
 

risk
 

awareness
 

and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ccess;Health
 

Belief
 

Model;“ cogni-
tive-affec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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